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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
合作网络的变化

张海波 陶志刚

摘 要 厘清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部门结构的关键特征是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基础工作之一。对 2003年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

典”）、2009年防控新型甲型H1N1流感（简称“甲流”）、2020 年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三个案例的研究表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

网络发生了如下变化：在整体网络层面，随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复杂性增强和应对机制的完

善，组织间的合作更为频繁，地位也更加平等，网络结构趋向于密集化和均衡化；在个体网层

面，核心区域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核心区域组织及其承担的功能更加多元化。建议从增强

牵头部门权威与加强核心部门管理两方面入手，完善联防联控机制。

关键词 应急管理；公共卫生事件；政府部门间网络；网络分析；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1）04-0114-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项

目（71921003）；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17JDB010）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提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要“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这就需要在理论层面厘清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关键特征。在新冠肺炎疫

情的应急管理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有效运行是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已成为

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实际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并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首

创，而是已有近20年的实践探索。早在2003 年抗击“非典”之时，国务院通过设立指挥部，显著增强了相

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联动，为开展联防联控积累了经验。在2009年防控“甲流”时，国务院开始探索联防联

控机制，以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以国家卫健委为牵头部门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先后召开100多场新闻发布会，显示了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高效合作。从依托指挥部权威

的多部门联动到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的多部门协同，显示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

作网络的变化。然而，在理论研究中，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尚不充分，尤其缺乏基于典型案例的比较分

析。本研究尝试回答的核心问题是：2003年以来，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发生了

哪些变化？如何理解这些变化趋势？如何进一步提升效能？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既有助于理解中国应急管理的底层逻辑，也可为讲述应急管理的“中国故事”提供载体。

在中国的制度情境中，部门间联合行文是推动公共事务治理中部门合作的重要途径［1］（P133），同时

也为运用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分析部门间合作网络的特征提供了可供观察的经验资料。这一方法已被用

于描述科技发展［2］（P68）、退役军人保障［3］（P142）、互联网治理［4］（P91）等领域的部门间合作网络。在

“非典”“甲流”“新冠肺炎”的应急管理中，部门间联合行文也是推动多部门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5］

（P211），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分析的经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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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非典”“甲流”“新冠肺炎”三次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务院部门间的联合行文为经验资料，在整

体网和个体网两个层面分别构建分析框架，以探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

变化。

一、应急管理组织间网络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突发事件日益呈现出跨域性特征，超越单个主体的风险认知范围和应对手段的可控

程度。这就需要应急管理在总体上由传统的科层制结构转向合作式结构，促进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混合

网络的形成。在最近的十余年中，应急管理组织间网络研究获得较多关注，其中的主线是用网络分析法

来研究应急管理中的组织间关系。

在这一主线上，国外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议题。一是识别组织网络的主体，以康佛特和卡普

库为代表，他们选取了“911”事件［6］（P309）、卡特丽娜飓风等案例［7］（P297），分析了应急管理组织间网络

的参与主体以及关键部门。二是描述部门间的复杂多变的网络关系，例如卡普库和胡倩对应急准备网

络、组织友谊网络、应急响应合作网络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8］（P397）；阿巴西和卡普库则对应急管理不

同阶段部门间关系的演化进行了分析［9］（P47）。三是对比应急预案界定的部门间网络与实际应对过程

中形成的部门间网络，以理解现实中的应急管理绩效，例如，布劳尔对佛罗达州地方应急响应网络绩效

进行的评估［10］（P651），卡普库对“911”恐怖袭击和卡特丽娜飓风应急响应网络绩效进行的评估［11］

（P549），以及胡倩对波士顿爆炸应急响应网络绩效进行的评估［12］（P201）等。新近的一项述评性研究显

示：2015年来的应急管理组织网络研究聚焦于网络形成与发展以及网络的绩效评价两个方面［13］（P36），

前者着重探讨组织间同质性、组织属性以及网络内生性特征对合作网络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后者则关注

网络结构对绩效的影响，并且运用更具体、细化以及动态的指标来评估网络绩效。

在中国情境中，以张海波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对“芦山地震”应急响应阶段的组织形态进行了描述［14］

（P14）；进而又借鉴灾害社会学有关灾后突生的理论框架，对“鲁甸地震”应急响应阶段的组织形态进行

描述［15］（P84）。最近，该研究团队与康佛特合作，选取“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

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地震应急响应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变化［16］（P981）［17］（P1）。其他一些学者

也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中的部门合作网络进行了研究，其中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孔静静、韩传峰对“汶

川地震”应急组织合作的结构逻辑及运行机制的研究［18］（P88），康伟等对“天津港‘8.12’爆炸”应急响应

组织协调的研究［19］（P141），郭雪松对“汶川地震”中部门间合作网络绩效的研究［20］（P201）以及对“九寨

沟”地震中的动态网络的研究［21］（P31）。

虽然近年来的应急管理部门间网络研究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对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

门间合作网络的关注尚不充分。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并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例如郭雪松［22］（P16）、刘

洁［23］（P2687）初步分析了“新冠肺炎”防控中的组织合作网络。需要注意的是，受政社关系、经济结构和

社会转型等因素影响，一个国家的应急管理体制处于不断变动发展过程中［24］（P341）。因此，在现有研究

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丰富应急管理组织间网络研究，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运行机理。

二、整体网和个体网分析框架

网络分析的精髓在于：将复杂多变的关系形态表征为一定的网络构型，然后基于这些构型及其变

动，阐述其对个体和社会结构的意义［25］（P68）。组织网络研究存在两种不同但互补的分析视角：整体网

分析和个体网分析。整体网分析关注的是整个网络的结构以及组织间的联系密度和权力分配等，而个

体网分析则主要关注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本研究从整体网和个体网两个层面分别建立分析框

架，将组织网络结构和组织角色划分为不同类型，以描述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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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过程。

（一）整体网分析框架：网络凝聚力和度平均度框架下的网络构型

在整体网层面，研究者可以基于不同的指标维度将网络结构划类型化，从而揭示网络整体结构的变

化。魏娜从“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势”两个维度出发，将互联网服务机构合作网络划分为协调型、中心

—边缘型、分散—耦合型、松散型四种形态［4］（P94）。然而，网络密度这一指标并未考虑组织之间的实际

联结频次，以此得到的分析结果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在分析不同规模的网络时，这一指标的针对性较差。

因此，刘纪达、王健从“相对网络密度”和“网络凝聚力”两个指标考察退役军人保障政策中的部门合作网

络，构建了四种网络形态，即均衡—松散型、均衡—密集型、集中—松散型、集中—密集型［3］（P152）。

借鉴上述研究，本文选择网络的凝聚力（cohesion）与度平均度（average degree）两个指标维度构建分

析框架，从整体网络对核心机构的依赖程度和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两个维度，划分网络形态的类

型，以便更好地刻画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结构的变化。凝聚力是基于网络连

通性的一种度量指标，用来衡量整体网络对核心机构的依赖程度，凝聚力强，表明部门之间的权力分散，

地位平等，网络成员间有更多、更有效的资源和信息流动，网络趋于均匀结构；反之，凝聚力弱，表明存在

权力集中的一个或几个核心部门，网络容易受到核心部门的影响。度平均度是指网络中平均每个网络

成员和多少个其他的成员存在直接互动，用来衡量部门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度平均度越大，表明平均每

个网络成员直接互动的部门越多，成员间的联系更紧密。相比于密度这一指标，度平均度的优势在于可

以比较不同规模的网络中成员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从“网络凝聚力—网络度平均度”两个维度出发，本研究将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结构划分为四种形

态。一是中心边缘型网络，是指网络凝聚力较低，同时也具有较低度平均度的网络结构。在中心边缘型

网络中，部分核心节点占据大量的联系，而大部分节点占据的联系较少，节点间的地位和权力分配差距

较大，网络容易受到部分核心节点的影响；同时，节点间的联系不紧密，网络结构相对松散且稳定差。二

是中心协调型网络，是指具有较低凝聚力、较高度平均度的网络结构。中心协调型网络围绕部分节点而

开展，这些节点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网络结构。三是局部均衡型网络，是

指网络具有较高的凝聚力，但网络度平均度较低的网络结构。在局部均衡型网络中，各网络节点中之间

的权力分配较为分散，地位较为平等；然而，每个节点的合作伙伴数量少，节点间的联系不紧密。四是整

体均衡型网络，是指网络凝聚力和网络度平均度较高的网络结构。整体均衡型网络并不存在一个或几

个核心网络节点，各节点之间的权力分配比较平均和分散；同时，网络中节点与更多的部门互动，保持紧

密联系。

（二）个体网分析框架：关系核心和强度核心框架下的组织角色划分

在个体网层面，研究者同样可以选取指标构建分析框架，进而分析组织在网络中位置或角色的变

化。例如，吴宾［26］（P44）、朱桂龙［27］（P40）从“合作广度—合作强度”分析框架出发，将政策主体划分为四

种类型：高强度—高广度，高强度—低广度、低广度—高强度，低广度—低强度。

需要注意的是，节点间的关系不仅存在有无之分，也存在强弱之分。关系的有无与强弱都可能影响

节点能否成为网络核心成员。例如，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中［28］（P31）［29］（P16），学者们从国家间的贸易关

系和贸易强度两个维度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并利用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①分析法来描述国家在国

际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借鉴这一思路，本研究从组织间关系存在与否和组织间关系强弱程度两个角度

出发，分别构建关系网络和强度网络，具体方法是：基于组织是否存在合作关系，建立关系网络矩阵，其

① core-periphery既可以表示一种网络形态，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网络形态，core-periphery往往翻译为中心—边缘型网络，作为一种分析

方法，core-periphery往往翻译为核心—边缘分析。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将作为网络形态的core-periphery翻译为中心—边缘型网络，将作为分析

方法的core-periphery翻译为核心—边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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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值为0和1，其中0代表组织间不存在合作关系，1代表组织存在合作关系；基于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强

弱，建立强度网络矩阵，该矩阵为多值型矩阵，矩阵中的值越大代表部门间的合作次数越多，关系越强。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关系核心—强度核心”分析框架，并利用核心—边缘分析法对组织在网络中的

位置或角色进行识别。

基于“关系核心—强度核心”分析框架，可将网络中的核心组织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绝对核心部门，

这类组织是关系网络的核心成员，也是强度网络的核心成员；第二类为关系核心部门，这类组织是关系

网络的核心成员，但不是强度网络的核心成员；第三类是强度核心部门，这类组织是关系网络的核心成

员，但不是强度网络的核心成员；第四类是非核心部门，这类组织既不是关系网络的核心成员，也不是强

度网络的核心成员。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基础

在公共管理领域，网络分析的难点之一便是获取高质量的关系数据［30］（P98）。有学者提出，可以将

政府机构本身作为观测对象，对其日常行为进行刻画，以获取关系数据［31］（P48）。其中，政策文献比较真

实地反映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思路和行为印记，部门间联合行文则是较为特殊的一类政策文献，它不

仅体现了公共事务的交叉性，也反映了部门间复杂而微妙关系［1］（P133）。那么，如何利用联合行文考察

组织间的关系？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将文献计量分析法迁移到政策文献中，运用政策文献计量法对政策

文献进行量化分析。

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法可以将政策文本的发文部门提取出来进行编码，形成发文部门之间的关系数

据，再利用网络分析法对关系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计算部门间合作网络的特征。近年来，国内学者已

经开始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法探讨科技发展［2］（P68）、退役军人安置［3］（P142）、互联网治理［4］（P91）、

住房保障［26］（P44）、食品安全监管［32］（P18）等领域组织合作网络。

上述研究为探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性支撑。本文以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期间国务院层面颁布的部门联合行文为经验材料，利用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法对

政策文献进行量化分析，进而考察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网络的变化。

本研究选取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2009年防控“甲流”、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三个案例进行

比较分析。比较案例研究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典型案例“深描”的比照，从而实现从故事到知识的转化［33］

（P15）。比较案例研究是应急管理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已经广泛用于探讨应急管理体系［34］（P58）、地

震应急响应组织合作网络［16］（P981）［17］（P1）、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制［33］（P15）、地震救灾体制［35］

（P25）的相关研究。之所以选取上述三个案例开展比较研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们均为中国过去

20年发生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对同类事件比较具有“可控性”，有利于提高结论的可靠性［33］（P15）；另一

方面，它们发生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不同的发展阶段（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前、建立初期、完善期），政

府部门间的合作模式表现出显著差异，有助于揭示过去20年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

间合作网络的变化。

基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数据库，研究团队以“非典”和“SARS”“H1N1”“甲型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新冠”为主题词和标题内容进行检索，收集中央层面各机构联合发布的政策文献。在此基础上，结

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国家卫健委、财政部、民政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网站进行对比补充。为提高数据

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代表性，本研究按照以下三项原则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一是仅选取中央政府相关

部门发布的政策文本，不包括地方政府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二是与疫情防控主题高度相关，排除仅

泛泛提及疫情的政策文献；三是政策文本类型主要选取部门间联合发布的通知、意见等，不包括单个部

门发布的政策或者非正式文件。依据上述筛选标准，最终共获得262份政策文献（“非典”66份、“甲流”

19份、“新冠肺炎”17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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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政府部门看作网络中的“行动者”，以部门间的联合发文行为建立“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关

系。为此，研究团队对于每一份政策文献的发文部门进行提取分离，构建部门间联合发文关系矩阵。本

研究中所指的组织联合发文关系矩阵分为关系网络矩阵与强度网络矩阵。关系网络矩阵构建的依据是

组织是否存在联合发文行为，为二值型矩阵，即矩阵中各元素的值只有0和1，0代表着组织间无发文关

系，反之1代表着组织存在发文关系。强度网络矩阵的构建不仅考虑了组织间是否存在发文关系，还考

虑了组织间关系的强度（即联合发文次数），为多值型矩阵，值的大小代表着部门间联合发文次数的

多少。

在进行整体网分析时，本文主要使用强度网络矩阵，其原因在于强度网络矩阵为多值矩阵，同时反

映部门合作关系的丰富性与合作的强度，有助于分析整体网络对核心机构的依赖程度和组织间合作关

系的密切程度。在个体网分析中，本文使用关系网络和强度网络对组织在网络中的角色进行分析。

在数据编码和分析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两条原则。首先，考虑到不同时期相关政策主体的机构变动

和职能调整，有必要针对政策主体的变化进行技术上的处理。本文统一采取2018年机构改革后的部门

名称，以便于比较部门角色的变化。例如，虽然从2003年“非典”至今，卫生部门的名称发生了多次变动，

但本研究将其统一编码“国家卫健委”。又如，在2013年机构改革中，铁道部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分为国

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后改为国家铁路集团），本研究分别编码为“国家铁路局”和“国家铁路集

团”。 其次，在网络分析时暂不考虑发文层级这一因素，部分“部委办发”“部委司发”的文件，本文仍将

其当作由部委联合发布。例如，《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学校疫情防控经费保工作

的通知》由财政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发布，但在编码中将其视为由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布。

四、应急响应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Ucinet6.1计算网络密度、网络凝聚力和网络度平均度等指标（见表1），并使用NetDraw
软件绘制部门合作网络图（见图1、图2、图3）。下文将以集体网和个体网的变化为对象进行分析。

（一）整体网：网络结构变化分析

网络节点代表参与发文的部门，节点的大小以该节点参与联合行文的总数多少对应设定，节点越

大，表明部门参与发文的次数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机构间的联合发文关系，连线越粗，表明两个

部门之间的联合行文次数越多。

1. 2003 年“非典”疫情间的部门间合作网络。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是中国在21世纪遭遇的

第一场大范围传染病。“非典”疫情先后在国内24个省区（市）传播，共波及266个县和市（区），累计报告

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36］。面对不断肆虐的“非典”疫情，国务院决定成立

“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北京市的30多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下设

防治、卫生检疫、科技攻关、后勤保障、农村、宣传、社会治安、外事、教育、北京10 个工作组和1个办公室。

表1 三次重大疫情防控中的部门合作网络结构特征

事件

样本（政策）数

网络规模

机构连线数

网络密度

网络凝聚力

网络度平均度

网络形态

“非典”

66

46

330

0.319

0.428

7.152

中心协调型

“甲流”

19

24

117

0.424

0.472

4.375

部分均衡型

“新冠肺炎”

177

78

994

0.331

0.507

12.731

整体均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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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非典”应对中部门间合作网络图

图2“甲流”应对中部门间合作网络图

图3“新冠肺炎”应对中部门间合作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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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疫情的应对中，参与联合发文的部门数量达到66个，联合行文数量为66份，共形成330对合

作关系。如表1所示：“非典”应对中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凝聚力达到0.428，表明该网络中存在权力较为集

中的核心机构，整个网络存在向核心机构聚拢的趋势。由图1可知：国家卫健委位于组织网络的核心位

置，网络围绕国家卫健委这一组织展开。进一步考察发现：国家卫健委参与34份政策文献的发布，占到

政策文献总样本量的51.6%；其与23个部门形成合作关系，占全部合作关系的50.0%，显示国家卫健委在

此次疫情应对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网络度平均度为7.152，平均每个部门和其他7-8个部门形成互动

关系，部门联系较为密切。

2. 2009 年“甲流”疫情中的部门间合作网络。2009年发生的“甲流”疫情最初在北美地区爆发，后传

入中国，并成为 21世纪第一次全球流感大流行。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全国 31个省份累计报告甲型

H1N1流感确诊病例12.7余万例，其中境内感染12.6万例，境外输入1228例，死亡病例800例［37］。面对这

次疫情，国务院建立了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的“多部门人感染猪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后改为“国家应

对甲型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简称联防联控机制），以增强跨部门的联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由33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下设综合、口岸、医疗、保障、宣传、对外合作、科技、畜牧兽医等8个工作组和专家委

员会，从而形成了“8+1”的联防联控格局。

在这次疫情应对中，参与联合行文的部门数量为24个，联合行文的数量为19份，共形成117对合作

关系，构成了一个小型网络。由表1可知：“甲流”应对中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凝聚力为0.472，较“非典”时

期有所增强，显示网络开始趋向于均衡结构。虽然国家卫健委仍占据网络核心，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公安部与国家卫健委的差距缩小。此外，网络度平均度较低，仅为4.72，说明部门间的联系不紧密。

3.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部门间合作网络。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
11月20日24时，全国范围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414例，

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38］。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卫健委牵头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包括32个部门，下设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宣传、外事、后勤保

障、前方工作等多个小组。

在此次疫情的应对中，参与联合发文的部门数量多达78个，联合发布的政策文献为177件，共形成

994对合作关系。如表1所示：新冠肺炎应对中的部门间网络的凝聚力为0.507，相较于“甲流”时期进一

步增强，表明机构间的权力分配更平均，地位趋向于平等，机构间存在更多、更有效的资源和信息流动。

具体表现为：除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公安部门之外，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协助支持向主导配合转变，更多的组织位于网络中心位置。新冠肺炎疫情应

急管理网络的度平均度为12.731，即平均每个组织与12-13个组织互动，说明机构间的合作频率较高、合

作关系较为紧密。

4. 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变化趋势及因素分析。如图4所示：在“非典”疫情、“甲流”疫情以及新冠

肺炎疫情应对中，部门间合作网络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非典”的应对中，部门间互动较为频繁，关系

较为紧密，然而网络存在权力集中的核心机构，形成以卫生部门为核心的中心协调型网络。在“甲流”的

应对中，网络凝聚力比“非典”时期有所提升，趋向于均衡结构，但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水平不高，联系不够

紧密，整体网络呈现出凝聚力强、度平均度较低的局部均衡结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无论是网

络凝聚力还是网络度平均度均有显著提升，机构间的合作关系紧密，网络不易受到个别部门的影响，且

部门间权力分布平均、地位平等，网络呈现出凝聚力高、度平均度高的整体均衡型结构。

从指标上来看，网络形态的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网络平均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说明组

织间联系先减弱后增强；二是网络凝聚力不断上升，说明网络越来越趋向于均衡结构。这两大变化趋势

可能与两大因素有关：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难度和应对机制。如图4所示，从应对难度来看，从难到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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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疫情排序依次是新冠肺炎、“非典”“甲流”。需要指出的是，“甲流”虽然比“非典”造成的感染人数和

死亡人数多，但其死亡率却低于“非典”，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低于“非典”。应对难度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需要更多的组织参与，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管理网络

的度平均度更高。从事件的应对机制来看，“非典”主要依托指挥部权威实现多部门联动，而“甲流”和新

冠肺炎疫情则更多依托卫生部门牵头的联防联控机制。相比于指挥部机制，联防联控机制中部门地位

更加平等，使得网络凝聚力不断提高，网络也越趋向于均衡结构。

（二）个体网：组织角色变化分析

就网络节点的位置而言，可划分为核心区域、半边缘区域、边缘区域。其中，核心与边缘的区分可以

通过对组织的核心度这一特定指标的比较来实现。伯加特和艾弗雷特提出用连续核心—边缘模型来研

究核心—边缘结构，该模型强调赋予每个节点一定的“核心度”测度，进而测量节点处于网络中什么位

置［39］（P286）。连续核心—边缘模型假设网络数据的各项连续性数据，并定义了一个理想模型：δij=CiCj。
在这里，C是一个非负向量，代表每个节点的核心度。这一理想矩阵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如果一对节点

的核心度都比较高，那么他们在矩阵的值也比较高；第二，如果一个节点的核心度较高，而另一个节点的

核心度不高，那么他们在矩阵中的值居中；第三，如果一对节点的核心度都比较低，那么他们在矩阵中的

值也比较低。

由于核心—边缘结构的量化过程较为复杂，本研究利用Ucinet中的核心—边缘分布功能分别对关

系网络和强度网络进行分析，并通过赋予临界值划分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层次。其后，基于“关系核

心—强度核心”分析框架，对核心部门角色进行分析。

1.基于关系网络的核心—边缘分析

在本研究中，关系网络通过一个二值邻接矩阵来表示，矩阵中各元素值（0或1）代表节点之间是否存

在直接联系。根据Ucinet6.1处理后所得核心度估算结果，并综合考虑各层次的区分程度进行划分。在

关系网络中，假设组织 i的核心度为C(i)，网络的整体平均核心度为C(mean )，网络核心度的标准差为C( std Dev )。
若C(i)≥C(mean )+C( std Dev )，则判定 i位于网络核心区域；若C(mean )+C( std Dev )>C(i)> |C(mean )-C( )std Dev |，则判定 i位于网络

半边缘区域；若C(i) ≤ |C(mean )-C( )std Dev |，则判定 i位于网络边缘区域。表2显示：在三次疫情应急响应的政府

部门间合作网络中，核心成员的比重较相对稳定，均保持在20%左右；边缘成员的比重在总体上呈现下

降趋势。

2.基于强度网络的核心—边缘分析

在基于强度网络的核心—边缘分析中，本文采用多值链接矩阵，矩阵中各元素值不仅代表了节点之

间是否存在直接链接，还代表了节点之间联系的强度。强度网络的核心—边缘模型构建方法与层次划

分标准与关系网络保持一致。根据Ucinet6.1软件处理后所得核心度的估算结果，各区域的部门分布如

图4 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形态与影响因素

··12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

表3所示，可以发现：位于网络核心区域与半边缘区域的部门的比重均有所上升，而位于边缘区域的部门

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网络成员位于网络核心或者半边缘地区，而位于边缘地区的部

门数量减少。

3.基于上述两种核心—边缘交叉分析

从前文对关系网络和强度网络进行核心—边缘分析中不难看出：两个网络的核心组织存在差异，但

也不能排除二者存在部分交叉重叠的可能性，即一些部门同时具有丰富的合作关系和较强的合作强度。

基于“关系核心—强度核心”分析框架，可将整个网络中的核心成员分为四类：绝对核心部门（关系和强

度双核心）、强度核心部门、关系核心部门和非核心部门。

表4显示：总体来看，关系核心度和强度核心度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在三次疫情应对中，一共出现了

19个核心部门，且大部分为绝对核心部门，意味着这些部门之间既有丰富的合作关系，合作的强度也很

高。由表4可知：在三次重大疫情防控中，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三个部门始终为绝对

核心部门，这体现了该部门间合作网络相对稳定的一面。与此同时，组织角色的变化则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以人社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为代表的组织由网络的非核心部门晋升为绝对核心成员，遵

循“非核心部门→绝对核心部门”的变化路径，使得绝对核心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大；二是以中国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等为代表的金融部门与生态环境部由网络的非核心部门晋升为网络的强度核心成员，遵循

“非核心部门→强度核心部门/关系核心部门”的变化路径；三是以国家铁路局、国家铁路集团为代表的

交通部门在关系核心部门与绝对核心部门之间来回变动，遵循“关系核心部门→绝对核心部门→关系核

心部门”的变化路径。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部门间网络视角出发，在整体网和个体网两个层面分别构建分析框架，选取 2003年“非

典”、2009年“甲流”、2020年新冠肺炎三次疫情进行跨案例比较，分析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

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变化，得到以下结论。

整体网变化趋势：在整体网层面，随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复杂性增强和应对机制的完善，政府部门

间合作网络趋向于密集化和均衡化。密集化意味着组织间的合作更为频繁、关系更紧密；而均衡化则意

味着组织间权力分配较为平均、地位趋于平等，网络存在更多、更有效的资源和信息流动。

表2 “非典”“甲流”“新冠肺炎”应对中基于“关系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各区域部门分布

核心

半边缘

边缘

总计

“非典”

数量

9

31

6

46

比重

19.6%

67.3%

13.1%

100.0%

“甲流”

数量

5

13

6

24

比重

20.8%

54.2%

25.0%

100.0%

“新冠肺炎”

数量

15

55

8

78

比重

19.1%

70.5%

10.2%

100.0%

表3 “非典”“甲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基于“强度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各区域部门分布

核心

半边缘

边缘

总计

“非典”

数量

6

16

24

46

比重

13.0%

34.8%

52.2%

100.0%

“甲流”

数量

5

13

6

24

比重

20.8%

54.2%

25.0%

100.0%

“新冠肺炎”

数量

15

43

20

78

比重

19.1%

55.2%

25.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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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突发事件具有不确定性、突变性、复杂性、随机性和演化性等特征，超出了单个

主体的风险认知范围和应对手段的可控程度，应急管理对跨界响应的需求增强。“非典”“甲流”、新冠肺

炎等案例表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健康，还可能导致经济社会活动的停滞。这就

需要各部门围绕阻断疫情传播、患者救治、企业纾困、稳定就业等政策议题加强合作与沟通、以应对外界

环境的不确定性。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复杂度越大，越需要加强组织间的合作与沟通，及时反映外界

需求与环境的变化［40］（P189）。

从应对机制上看，2009年以后中央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联防联控机制，以增强跨部门的协同。相

比于以指挥部为中心的“命令—服从”式管理模式，联防联控机制是一种基于相互协商的“共同参与”型

管理模式［33］（P14），成员地位更平等，网络不易受到个别机构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联防联控机制的不

断完善，组织间的职能边界得以进一步厘清，合作成本得以进一步降低，组织合作更加密切。以边境口

岸检疫为例，2012年国家质检总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卫生部、海关总署、民航局等部门共同

制定《口岸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联防联控技术方案（试行）》，以规范边境口岸的检验检疫工作。由于这一

方案明确了边境检疫环节中的部门职责以及工作流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防境外疫情输入

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个体网变化趋势：在个体网层面，随着网络趋向于密集化与均衡化，越来越多的组织跻身于网络的

核心区域，网络绝对核心成员的规模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网络核心区域组织及其承担的功能更

加多元化。

基于组织合作网络的核心—边缘分析发现：除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之外，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教育部等部门从网络的边缘成员跻身于网络的绝对核心成员。结

合图3可以发现，其他组织围绕这些核心部门形成了以功能为导向的子群，而绝对核心成员之间的合作

成为沟通不同子群的重要途径。随着职责边界的厘清和合作成本的降低，组织在应急响应中更容易围

绕特定的目标而建立起合作关系，形成关系密切的子群。研究表明：如果网络存在多个子群，且当不同

子群之间有共同成员时，则有助于提高网络绩效［41］（P453）。对部门间的联合发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教育部等核心部门隶属于多个功能子群，并成为子群之

间的沟通桥梁。以人社部为例，既与国家卫健委、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在保障医务人员安全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又与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合作，以维护劳动关系稳定与促进就业。

本文对现有应急管理组织间网络研究的贡献有三点：一是近年来的应急管理部门间网络大多聚焦

于自然灾难，本研究则选择了学界较少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为研究案例，从而丰富和扩展了对于不同突

发事件场景中应急管理部门间网络运行机理的认识；二是既有的研究大多为单案例研究，对应急管理部

门间网络的动态变化存在探讨空间，本研究选取三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过去20年来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变化，显示了其在突发事件中学习改进的总体趋势；三是以公

表4 核心部门交叉分类

“非典”

“甲流”

“新冠肺炎”

绝对核心部门

、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公

安部、交通部

国家卫健委、 、国家铁路局、国家铁路集

团、公安部

国家卫健委、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

社部、工信部、 、海关总署、公安部、交通

运输部、教育部

强度核心部门

无

无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关系核心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

家铁路局、国家铁路

集团

无

国家铁路局、国家铁

路集团、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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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为例，验证了应急管理组织间合作的一般规律，即突发事件越复杂，越需要加强组

织间的合作与沟通，以提升应急响应系统的灵活性，获取更高的网络绩效，这进一步支持了康佛特、卡普

库等人的研究发现。

随着联防联控机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联防

联控机制将成为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主要模式。根据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补短板、堵漏洞、强

弱项”的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运行在总体上虽然高效，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随着网络

趋向于均衡化和网络核心成员复杂化，未来优化部门间合作网络的重点在于各部门之间协调。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保障牵头部门的权威，以进一步提升跨部门协调联动的效率。整体网分析结果显示，网络的

凝聚力不断提高，部门间合作网络趋向于整体均衡。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过于均衡型网络形态并不一

定能有效提高网络绩效，只有网络中心度适度，互动关系集中在少数核心组织且核心组织之间相互协调

时，合作网络绩效才会提高［42］（P699）。既有对联防联控机制的研究也表明，联防联控机制在涉及利益、

职责划分等问题上，由各部门间自行协调不如直接由一个统一的上级领导进行协调更有效率［5］（P233）。

因此，未来在对联防联控机制完善过程中，需要保障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等牵头部门

的权威，增强其协调能力，以进一步提高网络绩效。

第二，加强核心成员的管理。从整体网分析结果和个体网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网络趋向于均衡

化，越来越多的部门成为网络核心成员。随着网络核心成员规模的扩大，其各自代表的利益也越来越多

元化和复杂化，需要在核心成员间建立协调机制，并对核心部门的合作行为进行有效管理，以提高网络

绩效。例如，进一步厘清核心部门的职责，更加明确责任边界，减少由部门职责交叉造成的空白或灰色

区域，降低合作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侧重于探讨政策文献的外部结构特征，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下一步的研究

中，还需要加强对政策内容的量化分析，通过对记录政策内容的文本数据进行类目建构和编码，可对联

合行文内容或者是主题的变化进一步探讨。此外，由于政策文献可能无法完全捕捉部门间合作网络的

全部，后续的研究可运用网络分析法，进一步研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部门间实际行动网络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黄萃，任弢，张剑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 .公共管理学报，2015，12(2).
[2]黄萃，任弢，李江等 .责任与利益：基于政策文献量化分析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府际合作关系演进研究 .管理世界，

2015，(12).
[3]刘纪达，王健 .变迁与演化:中国退役军人安置保障政策主题和机构关系网络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2019，16(4).
[4]魏娜，范梓腾，孟庆国 .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治理机构网络关系演化与变迁——基于政策文献的量化考察 .公共管理学

报，2019，16(2).
[5]薛澜,曾光 .防控“甲流”：中国内地甲型H1N1流感应对评估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 Louise K. Comfort, Naim Kapucu. Inter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in Extreme Events：The World Trade Center Attacks,

September 11, 2001. Natural Hazards, 2006, (39).

[7] Naim Kapucu, Maria-Elena Augustin, Vener Garayev. Interstate Partnership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Emergency Man

agement Assistance Compact in Response to Catastrophic Disast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9, 69(2).

[8] Naim Kapucu, Qian Hu. Understanding Multiplexity of Collabor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Network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6, 46(4).

[9] Alireza Abbasi, Naim Kapucu.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Evolving Networks in Response to Natural Disaster.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2016, (22).

[10] Sang Ok Choi, Ralph S. Brower. When Practice Matters More than Government Plans: A Network Analysis of Local Emer

gency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6, 37(6).

··124



张海波，陶志刚：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变化

[11] Naim Kapucu, Fatih Demiroz. Measuring Performance For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Us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Tools.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4(4).

[12] Qian Hu, Claire Connolly Knox, Naim Kapucu. What Have We Learned since September 11, 2001? A Network Study of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s Respon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4, 74(6).
[13]胡倩 .应急管理组织间网络研究的新进展，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1).
[14] Haibo Zhang, Xiaosu Zhang, Louise K. Comfort, et al. The Emergence of an Adaptive Response Network: The April 20,

2013 Lushan, China Earthquake. Safety Science, 2016, (90).
[15]张海波，尹铭磊 .应急响应中的突生多组织网络—“鲁甸地震”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2016，13(2).
[16] Louise K. Comfort, Haibo Zhang. Operational Networks: Adaptation to Extreme Events in China. Risk Analysis,

2020, 40(5).

[17] Wu Chen, Haibo Zhang, Louise K. Comfort, et al. Exploring Complex Adaptive Network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Safety Science, 2020, (125).

[18]孔静静，韩传峰 .应急组织合作的结构逻辑及运行机制——以2008年汶川地震应对为例 .公共管理学报，2013，10(4).
[19]康伟，杜蕾，曹太鑫 .组织关系视角下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协同治理网络——基于“8·12天津港事件”的全网数据分

析 .公共管理学报，2018，15(4).
[20] Xuesong Guo, Naim Kapucu. Network Performance Assessment for Collaborative Disaster Respons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2015, 24(2).

[21]郭雪松，赵慧增 .基于时间动态网络的应急响应组织协调机制研究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6).
[22]郭雪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应对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

2020，(4).
[23] Jie Liu, Jingyu Hao, Zhenwu Shi et al. Building the COVID‑19 Collaborative Emergency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COV

ID‑19 Outbreak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Natural Hazards, 2020, (104).

[24] Kathleen Tierney. Disaster Governanc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Annual Review and Environmental Re

sources, 2012, (1).

[25]李林艳 .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 .社会学研究，2004，(3).
[26]吴宾，徐萌 .中国住房政策主体合作网络演化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5).
[27]朱桂龙，程强 .我国产学研成果转化政策主体合作网络演化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7).
[28]陈银飞 . 2000～2009年世界贸易格局的社会网络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2011，(11).
[29]杨青龙，刘培 . 2003～2012年国际资源性商品贸易格局的社会网络分析 .国际经贸探索，2015，(4).
[30]安卫华 .社会网络分析与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2015，(3).
[31]范梓腾，谭海波 .地方政府大数据发展政策的文献量化研究——基于政策“目标－工具”匹配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

2017，(12).
[32] 徐国冲，霍龙霞 . 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生成逻辑——基于 2000-2017 年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

2020，(1).
[33]钟开斌 .国家应急指挥体制的“变”与“不变”——基于“非典”、甲流感、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比较研究 .行政法学研

究，2020，(3).
[34]张海波，童星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中国社会科学，2015，(3).
[35]钟开斌，林炜炜 .中国救灾体制的调整与变化：基于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理论与改革，2018，(3).
[36] 中国新闻网 . 卫生部最后 1次公布每日疫情:中国内地无非典病人，中国新闻网，2003-08-16. [2020-11-20] https://

www.chinanews.com/n/2003-08-16/26/335985.html.
[37]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通告：2010年3月份全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情况（卫通〔2010〕8号），中央政府

网站，2010-04-02. [2020-11-20] http://www.gov.cn/gzdt/2010-04/02/content_1572382.
[38]国家卫健委：截至11月21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国家卫健委网站，2020-11-21.[2020-11-21] http:

//www.nhc.gov.cn/xcs/yqtb/202011/66e720296a8d4a14a8e9012d3bbb58fc.shtml.
[39]刘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0] Louise K. Comfort. Crisis Management in Hindsight: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Public Ad

··12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

ministration Review, 2007, 67(s1).

[41] Keith G. Provan, Juliann G. Sebastian. Networks Within Networks: Service Link Overlap, Organizational Cliques, and Net

work Effectivenes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4).

[42] Keith G. Provan, H. Brinton Milward. A Preliminary Theor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Effective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yste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 40(1).

The Change of Interagency Networks in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Zhang Haibo, Tao Zhiga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key structural feature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is an essential task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of public

hearth incident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gency network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at two levels of the whole networks and the ego networks by selecting three cases, namely, the

2003 SARS, the 2009 H1N1, and the 2020 COVID-19, to discuss the change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var‐

ious governmental agencies in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major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262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during the three epidemics shows that at the level of the

whole network, cooperation between agencies becomes more frequent and the status is more equal, 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tends to be dense and balanced, as the complexity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increases

and the response mechanism improves,. At the level of ego networks, the scale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core ar‐

ea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core area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functions are more diversified.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by enhanc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lead

depart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core members.

Key words emergency management;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governmental interagency networks; net‐

work analysis;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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